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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业安全管理正经历由传统模式向人工智能(AI)驱动的数智化转型，但企业实践中普遍面临“高预期、

低渗透”的采纳鸿沟。现有基于微观个体视角的理论难以解释复杂工程情境下的技术采纳逻辑。鉴于此，

本研究引入“技术–组织–环境”(TOE)分析框架，重构了建筑施工企业AI安全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模

型。基于232份企业有效样本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维前因条件驱动技术采

纳的复杂联动机制。研究表明：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高水平采纳的必要条件；驱动高水平采纳存在

三条“殊途同归”的典型组态路径，即“技术系统驱动型”、“高管–易用双核驱动型”以及“低阻力–

管理护航型”。研究揭示了多重约束下建筑企业的技术决策逻辑，为推动行业数智化转型及政府制定分

类治理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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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undergoing 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
mation from traditional model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driven approaches. However, enter-
prises commonly face an adoption chasm characterized by “high expectations and low penetration” 
in practice. Existing theories based on a micro-individual perspective struggle to explain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adoption within complex engineering contexts.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to reconstruct the influencing fac-
tor model for AI safety technology adoption i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Based on valid sample data 
from 232 enterprise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i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complex linkage mechanisms of multi-dimensional antecedent conditions driving tech-
nology adop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o single factor constitute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level adoption; there are three typical configurational paths that drive high-level adoption, 
representing “different routes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namely the “technology-system driven” 
path, the “top management-ease of use dual-core driven” path, and the “low resistance-management 
safeguarded” path. This study reveals the technology decision-making logic of construction enter-
prises under multiple constraints, provid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dustry’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nd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
mulate classified governanc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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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面临着生产管理粗放、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在工程

项目规模庞大、工序交叠的动态环境下，过度依赖“人工巡查 + 被动防护”的传统安全管理模式，已暴

露出严重的时空盲区与管理滞后性，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事故高频并发的严峻形势[1]。随着“智能建造”

战略的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和数字孪生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重塑施工安全

管理的底层逻辑。AI 技术的深度赋能，使得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从“单点感知”

向“多模态智能决策”的跨越成为可能[2] [3]。 
然而，尽管 AI 安全技术展现出了巨大潜能，但在行业实践中却陷入了“高预期、低渗透”的采纳问

题[4]。大量理论研究与行业观察表明，新兴技术的应用多局限于少数资金雄厚的标杆示范项目，广泛的

规模化落地仍面临深层阻力[5]。与传统的标准 IT 软件不同，AI 安全预警系统(如计算机视觉违规抓拍、

高危工况数字孪生推演)具有极高的技术复杂度与集成难度。一方面，其部署通常伴随着高昂的软硬件初

始投资、数据隐私隐患以及算法“黑盒”带来的责任界定难题；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引入必然触及现有

组织权力架构与业务流程的重组，对企业的财务储备、跨部门协同及一线人员的数字素养提出了严苛考

验。这种“技术高门槛”与“高沉没成本”并存的矛盾，使得建筑企业对 AI 技术的采纳早已超越了单纯

的产品采购范畴，演变为一项受多重因素约束的复杂战略决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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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技术采纳研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传统的经典模型多根植于个体心理学

视角，侧重于评估用户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这些模型隐含着“自愿使用”的前提

假设，难以契合建筑施工领域高度规制化、项目制协同以及带有强制性特征的行业情境[7]。在复杂的工

程实践中，单凭技术的先进性不足以促成实质性的落地，企业决策必然受到组织内部资源禀赋的牵制，

以及外部政策导向与同业竞争压力的深刻倒逼。鉴于此，本研究引入“技术–组织–环境”(TOE) [8]分
析框架，从更宏观、系统的视角重构建筑企业 AI 安全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 

在方法论层面，传统基于线性回归的定量研究往往局限于探究单一变量的“净效应”，忽视了管理

现实中多维因素的协同与互补关系[9]。为此，本研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

探究内外部前因条件如何通过“非线性联动”共同驱动企业的高水平采纳行为。本研究旨在揭示复杂情

境下企业技术决策的“殊途同归”机理，为政府制定分类治理政策及施工企业规划差异化转型路径提供

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 

2. 基于 TOE 框架的影响因素识别 

经典技术采纳模型(如 TAM [10]、TPB [11]及 UTAUT [12])虽在个体层面具备较高解释力，但难以解

释施工企业受制于内部权力架构与外部市场生态的系统性决策行为。为突破单一技术维度的理论桎梏，

本研究采用 Tornatzky 和 Fleischer 提出的“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作为基础，将组织支撑能力与

外部环境等多重情境因素系统融入。结合施工安全管理的行业特质与 AI 技术的系统属性，本研究从技

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完整识别出影响企业采纳决策的 10 项关键前因变量，以更精准地解构复杂工

程情境下企业的技术决策机制。 

2.1. 技术层面的驱动因素识别 

技术维度主要关注技术本身的属性及其与企业现有业务流程的契合度。在评估 AI 安全管理技术时，

企业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收益与代价的综合考量。本研究将技术维度的影响因素细化为感知有用性、感

知易用性、感知成本与感知风险四个变量。 
感知有用性源于 TAM 模型，指用户认为采用某项特定技术能够提升其工作绩效的程度[10]。在施工

安全管理情境下，感知有用性直接映射为 AI 技术在解决行业痛点上的实际效能。传统的安全管理高度依

赖人工巡查，存在明显的时空盲区。AI 技术(如计算机视觉识别、多模态风险预测)能够实现全天候、无

死角的违规抓拍与隐患前置预警，这不仅能显著降低现场安全事故的发生率，还能大幅提升安全管理流

程的执行效率。感知易用性同样是 TAM 模型的核心变量，指用户认为使用某项技术的便捷程度[10]。建

筑施工现场具有劳动力密集且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的现实特征，如果引入的 AI 安全系统操作繁琐、界面

复杂，将显著增加一线人员的使用负担，极易在基层引发隐性抵触。反之，若技术具备极高的易用性，

能够无缝融入现有的施工管理流程，将大幅降低组织内部的学习成本与执行阻力。 
根据感知价值理论，经济主体在做出采纳决策时必然会权衡技术投资的回报率，这就涉及对成本的

考量[13]。AI 安全管理技术的部署往往需要建立在庞大的硬件基础(如高清 AI 摄像头集群、海量物联网

传感器)之上，企业不仅需要承担高昂的初始采购与定制开发成本，还需面对长期的系统运维与云服务器

租赁(SaaS 服务费)等费用。对于利润空间本就微薄、现金流紧张的中小型施工企业而言，这种显性与隐

性的高昂经济代价构成了技术采纳的首要壁垒[14]。 
此外，AI 技术固有的系统性不确定性，衍生出企业在采纳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感知风险[15]。AI 底层

深度学习算法存在一定的“黑盒”特性，在复杂恶劣的施工环境下可能出现识别精度下降或系统崩溃，

一旦导致误报或漏报，可能引发严重的管理混乱与责任推诿；另一方面，海量采集现场敏感数据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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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潜在的数据泄露与隐私合规风险。对这些风险的负面预期，会严重削弱企业对新技术的信任度，

进而阻碍采纳决策。 

2.2. 组织维度因素识别 

建筑行业的行为高度依赖于组织化的运作模式，因此企业对新兴技术的采纳决策必然深受组织本身

固有特征的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并非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对传统管理模式与业务流程的全

面革新。本研究立足于建筑施工企业的实际组织情境，将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细化为高层管理支持、组

织创新文化与组织资源准备三个关键变量。 
在企业采纳创新技术的进程中，高层管理支持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自上而下”破局作用。建筑施工

企业通常具有科层制管理色彩浓厚的特征，重大技术变革的推进高度依赖决策层的权威意志。依据高层

梯队理论，AI 技术的引入往往伴随着既有工作流程的重组与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16]。面对这些潜在的

组织震荡与内部摩擦，高层管理者是否愿意展现出坚定的战略定力，提供强有力的权威背书、预算倾斜

与试错兜底，将直接决定技术推行的成败[17]。 
组织创新文化作为企业长期积淀的隐性规则与软实力，深刻塑造着员工对颠覆性新事物的认知与态

度。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在面临 AI 技术带来的未知挑战与学习门槛时，拥有包容试错、鼓励跨部门协作

创新文化的企业，往往展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力与技术吸收能力[18]。这种“软性”的文化土壤能够自内

而外地显著提升组织整体对新技术的实际采纳意愿。 
组织资源准备涵盖了企业引入复杂 AI 系统所必须具备的综合实力：在财务层面，要求企业具备充沛

的资金储备以应对高昂的软硬件初始投入；在基础设施层面，要求项目现场已提前布局并完善视频监控

网络等底层 IT 设施；在人力资本层面，更离不开兼具建筑施工经验与数字化素养的专业技术团队。基于

资源基础观，资金链的紧绷与复合型数字人才的匮乏，往往是阻碍众多传统中小型施工单位跨越技术鸿

沟的致命短板[19] [20]。 

2.3. 环境维度因素识别 

环境维度强调企业所处的外部宏观规制与微观业务生态对其技术采纳决策的制约与倒逼作用。依据

DiMaggio 与 Powell 提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组织的决策行为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强制性、模仿性与规范

性压力的深远影响[21]。本研究结合建筑业高度依赖项目制与政策强管制的现实情境，将环境维度的影响

因素归纳为政府支持、竞争压力与合作方支持三个关键变量。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始终是一个受宏观政策与政府监管高度约束的行业。在此背景下，

政府在企业技术采纳的初期往往扮演着“破冰者”与“护航者”的双重角色，这构成了新制度主义中的

强制性压力与合法性机制[22]。一方面，政府出台的财政补贴或智能建造研发奖励等实质性激励措施，能

够直接缓解企业引入昂贵 AI 系统的资金负担，有效降低试错成本；另一方面，官方层面发布的智慧工地

建设标准与数字化应用指南，为企业在技术选型中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参考，极大降低了前期的不确定性。 
在市场化程度极高的建筑行业，同质化竞争异常激烈，这种市场环境带来的竞争压力构成了理论中

的模仿性压力[23]。一旦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率先引入了先进的 AI 安全管理技术并实现了显著的降本

增效，甚至将其转化为招投标过程中的技术加分项与核心竞争力，其他同业企业便会迅速产生“避免落

后”的生存焦虑。为了维持现有的市场地位，企业往往会被迫打破原有的管理舒适区，快速模仿并跟进

采纳同类新兴技术。 
此外，建筑工程项目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这种紧密交织的业务生态网络构成了技术

采纳的规范性压力。如果在实际工程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业主方或总承包方对智慧工地建设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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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合规要求，大力支持使用 AI 技术，并愿意在数据接口、平台对接上提供实质性的协作，将显著打

破企业间的信息孤岛，降低技术整合的难度[24]。合作方积极的配合态度能够极大增强企业采纳新技术的

应用信心与落地可行性。 

2.4. 组态视角的理论模型构建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 TOE 框架系统识别了影响建筑施工企业 AI 安全技术采纳的 10 项前因变

量。其中，技术维度包含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成本与感知风险；组织维度包含高层管理支持、

组织创新文化与组织资源准备；环境维度包含政府支持、竞争压力与合作方支持。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

型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diagram of technology adoption 
图 1. 技术采纳理论框架图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量表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开展。问卷量表的开发严格立足于现有国内外成熟文献

(如 TAM、UTAUT 等经典量表)，并结合施工安全管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进行了情境化修订，所有题

项均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 
1) 技术维度。基于 Davis [10]、Xue 等[25]、Ahuja 等[26]的研究，确定了测度感知有用性的 3 个题

项，代表性题项为“引入 AI 安全管理技术能有效提升施工现场的安全监测能力”；基于 Davis [10]、Xue
等[25]、Ahuja 等[26]的研究，确定了测度感知易用性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在施工过程中引入 AI
安全管理技术不会显著增加管理和操作负担”；基于 Ahuja 等[26]、Pan 等[27]、蔡雯怡[28]的研究，确定

了测度感知成本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购买和部署施工安全 AI 技术的初始投资非常高”；基于

Cheng 等[29]、Abioye 等[2]、Oesterreich 等[15]的研究，确定了测度感知风险的 4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

“AI 安全管理技术在识别准确性或系统稳定性方面存在风险”。 
2) 组织维度。基于 Ahuja 等[26]、Xue 等[25]、Zhang 等[30]的研究，确定了测度高层管理支持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我单位高层明确支持推进 AI 技术在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基于 Xue 等[25]、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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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怡[26]、吴芊凝[31]的研究，确定了测度组织创新文化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我单位具有创新性

和灵活性，能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基于 Xue 等[25]、Zhang 等[30]的研究，确定了测

度组织资源准备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我单位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支持 AI 安全管理技术的应用与优

化”。 
3) 环境维度。基于 Pan 等[27]、蔡雯怡[28]的研究，确定了测度政府支持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

“政府出台的政策鼓励施工单位引入 AI 安全管理技术”；基于 Pan 等[27]、Zhang 等[30]的研究，确定了

测度竞争压力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我单位在行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开始使用或正在计划

使用 AI 技术来提升他们的施工安全表现”；基于 Zhang 等[30]、Xue 等[25]的研究，确定了测度合作方

支持的 3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为“与我单位合作的总包、分包或监理单位积极支持在项目中引入 AI 安全

管理技术”。 
4) 结果变量。基于 Zhang 等[30]、Venkatesh 等[12]的研究，确定了测度采纳行为和采纳意愿的 4 个

题项，采纳行为代表性题项为“我单位已经在施工安全管理中尝试使用 AI 相关技术”，采纳意愿的代表

性题项为“我单位计划在未来采用或进一步扩大 AI 技术在施工安全管理方面的应用”。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工作分为预调研与正式调研两阶段。正式调研主要面向建筑施工企业中具备技术决策或实

际使用经验的一线管理人员及中高层管理者。本次调研共回收问卷 298 份，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呈现明

显规律性及关键信息缺失的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32 份(有效回收率 77.85%)。样本特征统计

见表 1，样本企业覆盖了国有企业(62.5%)与民营企业(31.5%)，业务类型涵盖房建、市政与基础设施等主

流领域，样本分布具有良好的异质性与行业代表性，符合 fsQCA 对中小样本规模的统计学要求。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样本特征统计分析表 

测量题项 条目 数量 占比 

职位/岗位 

一线管理人员(如安全员、施工员等) 97 41.80% 

中层管理人员(如项目副经理、安全主管等) 24 10.30% 

高层管理人员(如项目经理、总工等) 61 26.30% 

企业总部管理人员(如技术中心、安全部等) 21 9.10% 

其他 29 12.50% 

工作年限 

1 年以下 53 22.80% 

1~3 年 90 38.80% 

3~5 年 53 22.80% 

5~10 年 28 12.10% 

10 年以上 8 3.40% 

您所在企业的性质 

国有企业 145 62.50% 

民营企业 73 31.50% 

合资/外资企业 4 1.70% 

其他 1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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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的主要业务类型 

房建工程 50 21.70% 

市政工程 150 64.50% 

基础设施工程(如道路、桥梁、轨道交通等) 32 13.80% 

其他 0 0.00%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员工 < 300 人或年产值 < 3 亿元) 117 50.40% 

中型企业(员工 300~1000 人或年产值 3~10 亿元) 45 19.40% 

大型企业(员工 > 1000 人或年产值 > 10 亿元) 70 30.20% 

3.3. 数据信效度检验 

利用 SPSS 软件对收集到的 232 份有效样本进行信度与效度评估。检验结果见表 2，所有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处于 0.744 至 0.911 之间，组合信度(CR)位于 0.855 至 0.944 之间，远高于 0.7 的判定

基准，表明量表具有极高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检验方面，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 0.7，且所有潜

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分布在 0.663 至 0.873 之间，显著超过 0.5 的底线标准。综合表明，本研

究的测量工具在信度与效度上均达到严谨的统计要求，为后续的组态分析奠定了可靠的数据底座。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信效度统计分析表 

变量 AVE CR Cronbach’s α 

感知有用性 0.689 0.869 0.772 

感知易用性 0.739 0.895 0.822 

感知成本 0.663 0.855 0.744 

感知风险 0.694 0.901 0.850 

高层领导支持 0.85 0.944 0.911 

组织创新文化 0.773 0.911 0.850 

组织资源准备 0.773 0.911 0.851 

组织资源准备 0.773 0.911 0.851 

政府支持 0.832 0.937 0.898 

竞争压力 0.746 0.898 0.828 

合作方支持 0.775 0.912 0.854 

采纳意愿 0.838 0.912 0.806 

采纳行为 0.873 0.932 0.853 

3.4. 变量降维与模糊集校准 

在进入 fsQCA 组态分析前，必须对数据进行方法学处理。若直接将前文识别出的 10 个微观变量投

入真值表运算，会产生 2 的 10 次方(1024)种逻辑组合，在现有 232 个样本的规模下，将引发严重的“有

限多样性”问题，导致模型输出大量缺乏实际经验支撑的逻辑余项[32]。因此，遵循 QCA 最佳实践规范，

本研究以经典管理理论为依据，采用等权重算术平均法对底层内涵相近的微观变量进行了“理论降维”

与合并，具体降维与合并逻辑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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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mension reduction and aggregation mapping of fsQCA variables 
表 3. fsQCA 变量降维与聚合映射表 

维度 原始微观变量 
(量表测度项) 

聚合后宏观条件 
(fsQCA 前因) 聚合的理论依据与逻辑说明 

技术 

感知成本、感知风险 感知阻碍(BARRIER) 基于创新阻力理论，将经济代价与系统风险合并，

反映技术采纳过程中的负向阻力[33] 

感知有用性 感知有用性(PU) 属于 TAM 理论的核心驱动因素，具有较强的 
独立性，故予以保留 

感知易用性 感知易用性(PE) 体现技术操作的难易程度，作为 TAM 核心变量 
独立保留 

组织 

组织创新文化、 
组织资源准备 

组织准备度 
(ORG_READ) 

参考 Iacovou 等人的观点，将文化软环境与资源 
硬条件整合，反映企业内部的基础水平[34] 

高层领导支持 高层领导支持(MS) 考虑到建筑行业自上而下的管理特点， 
该变量对决策有关键影响，独立保留 

环境 

竞争压力、合作方支持 外部市场压力 
(EXT_PRESS) 

依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同业模仿压力与市场规范 
压力同属外部驱动力[21] 

政府支持 政府支持(GS) 鉴于建筑业受政策管制程度高，政府引导具有 
独特作用，作为外部强制因素独立保留 

结果变量 采纳意愿、采纳行为 综合采纳水平(ADOPT) 综合考量企业从主观意向到实际操作的转化， 
反映技术落地的整体状态 

 
经过降维处理，本研究最终确立了 7 个核心前因条件。随后，采用直接校准法(Direct Calibration) [35]，

结合样本数据的客观分布，将 7 个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技术采纳水平)的 5 点量表得分转换为 0 至 1 之

间的模糊集隶属度。校准锚点严格设定为样本的 95%分位数(完全隶属)、50%分位数(交叉点，并添加 0.001
微调以规避样本丢失)和 5%分位数(完全不隶属)，从而完成了从连续数据向集合数据的逻辑转换。各变量

具体校准点见表 4。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variable calibration points 
表 4. 变量校准点统计表 

变量类型 条件/结果变量 完全隶属阈值 交叉点阈值 完全不隶属阈值 

技术维度 

感知有用性(PU) 5.00 4.33 3.33 

感知易用性(PE) 5.00 4.00 2.67 

感知阻碍(BARRIER) 5.00 3.88 2.69 

组织维度 
高层领导支持(MS) 5.00 4.00 2.52 

组织准备度(ORG_READ) 5.00 3.83 2.67 

环境维度 
政府支持(GS) 5.00 3.67 2.00 

外部市场压力(EXT_PRESS) 5.00 3.83 2.67 

结果变量 综合采纳水平(AM) 5.00 4.0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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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态分析 

在完成变量降维与模糊集校准后，本研究运用 R 软件对 232 个企业样本进行组态运算。与传统回归

分析着眼于单个变量的“净效应”不同，组态分析旨在揭示前因条件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即探究技术、

组织与环境要素如何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驱动企业高水平技术采纳的充分路径。分析过程严格遵循

必要性检验与充分性分析的标准操作范式。 

4.1. 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必要性分析是组态分析的先决步骤，其核心目的在于判定是否存在某一个单一的前因条件，构成了

结果发生(即高水平技术采纳)的必经之路。在集合论的语境下，如果结果集合是某一条件集合的子集，且

该条件的一致性(Consistency)分数大于 0.9 的学术通用阈值[36]，则可认定该条件为必要条件。本研究分

别对 7 个前因条件及其非集(采用逻辑非符号“~”表示)进行了必要性检测，分析结果见表 5。检验结果

显示，在所有被检测的条件变量中，单一条件的一致性最高值仅为 0.864 (组织准备度)，均未能跨越 0.9
的判定阈值。这一统计学结果确凿地表明，建筑施工企业对 AI 安全管理技术的采纳并非由任何单一因素

(如单纯的技术有用或单纯的高层支持)所能独立决定的。这种单一必要条件的缺失，进一步印证了技术采

纳是一个受多重条件交织影响的复杂管理现象，充分证明了本研究从“多因并发”的组态视角展开深层

分析的必要性与科学性。 
 
Table 5. Analysis of necessity for conditional variables 
表 5. 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表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PU 0.767 0.808 ~PU 0.531 0.526 

PE 0.764 0.803 ~PE 0.554 0.548 

BARRIER 0.719 0.698 ~BARRIER 0.635 0.681 

MS 0.793 0.885 ~MS 0.553 0.519 

ORG_READ 0.864 0.855 ~ORG_READ 0.494 0.52 

GS 0.843 0.818 ~GS 0.482 0.519 

EXT_PRESS 0.843 0.867 ~EXT_PRESS 0.498 0.504 

4.2. 真值表构建与充分性条件组态分析 

充分性分析旨在识别出能够稳定导致高水平技术采纳发生的前因条件组态。该过程的基础是构建包

含所有逻辑可能性的真值表(Truth Table)。为剔除缺乏实证案例支撑的逻辑组合或偶然的样本噪音，本研

究对真值表进行了严格的参数设定：结合本研究的中等样本规模(232 份)，将案例频数阈值(n.cut)设定为

3；为确保组态对结果具有极强的充分性解释力，将原始一致性阈值(incl.cut)严格设定为 0.80；同时，为

规避组态存在同时导致结果发生与不发生的逻辑悖论，将 PRI 一致性指标阈值设定为 0.70。经过布尔逻

辑最小化运算[37]，模型输出了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本研究遵循 Ragin 的组态分析规范，汇报最具

理论解释力的中间解，并通过嵌套比对中间解与简约解，界定出在组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条件”

以及发挥辅助作用的“边缘条件”。运算结果显示，共有 3 条充分条件组态路径能够驱动建筑企业实现

高水平的 AI 技术采纳，模型的总体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高达 0.956，总体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达到 0.673，表明这三条路径对实证样本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与拟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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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组态路径解析 

根据各条路径中核心与边缘条件的嵌套构成特征，本研究将这 3 条组态路径归纳为三种典型的“殊

途同归”模式，深刻揭示了不同资源禀赋与情境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逻辑。具体结果汇总于表 6。 
 
Table 6. Results of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表 6. 组态分析结果表 

TOE 维度 前因条件 组态 1 (C1) 组态 2 (C2) 组态 3 (C3) 

技术(T) 

感知有用性(PU) ⬤  ● 

感知易用性(PE) ⬤ ⬤  

感知阻碍(BARRIER)   ⨂ 

组织(O) 
高层领导支持(MS)  ⬤ ⬤ 

组织准备度(ORG_READ) ● ● ● 

环境(E) 
政府支持(GS) ● ● ● 

外部市场压力(EXT_PRESS) ● ● ● 

模型拟合指标 

一致性(Consistency) 0.972 0.968 0.973 

原始覆盖度(Raw Coverage) 0.564 0.599 0.382 

唯一覆盖度(Unique Cov) 0.024 0.059 0.050 

总体拟合指标 
总体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0.956 

总体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0.673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席；⏺代表边缘条件存在；空白代表该条件在当前组态中无显著影响。 
 

第一条路径为“技术系统驱动型”采纳模式。在该组态中，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同时作为核心

条件存在，而组织准备度、政府支持及外部市场压力作为边缘条件发挥辅助赋能作用。这一路径的内在

逻辑在于“全要素共振下的自发渗透”。当 AI 安全系统在技术端展现出卓越的场景适配性与精准度(有
用)，且操作交互被设计得极其简便、学习成本极低(易用)时，技术本身便具备了强大的内生驱动力。此

时，若企业内部拥有充沛的资金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储备，且外部面临强烈的政策引导与同侪竞争压力，

即便缺乏高层管理者的强力行政干预，新技术依然能够通过业务流自下而上地自然渗透并被广泛采纳。

这种模式高度契合于数字化底座稳固、人才储备充沛且市场敏锐度极高的行业领军企业(如大型建筑央企)，
技术红利是其转型的第一牵引力。 

第二条路径为“高管–易用双核驱动型”采纳模式。该组态表明，高层管理支持与感知易用性构成

了技术采纳的双核心驱动力，组织准备度及外部双重压力(政府与市场)作为边缘条件辅助。依据高层梯队

理论与组织行为学逻辑，这一路径深刻描绘了“权力依附与认知降维”的行政推进机制。在技术引入的

初期，基层管理者与一线工人往往受制于视野局限，难以充分认知复杂 AI 算法的长期系统性效益(即有

用性在此组态中并未显现为核心)。此时，打破组织惯性的唯一破局点在于高层领导展现出不容置疑的推

行意志，通过强制性的资源调配与考核制度施压。尤为关键的是，这种高压推行必须配合技术工具的“极

简化”处理(高易用性)。极低的操作门槛有效消解了基层的本领恐慌与隐性抵制，使得技术得以在行政指

令的护航下强行跨越采纳鸿沟。该路径是目前处于数字化转型爬坡期、组织架构庞大且带有强科层制色

彩的大中型传统施工承包商最主流的转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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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路径为“低阻力–管理护航型”采纳模式。该组态的显著特征是，感知阻碍的缺失(即实质性

消除阻力)与高层管理支持共同发挥了双核心驱动作用，而感知有用性、组织准备度及外部环境压力则作

为边缘条件存在。结合创新阻力理论，建筑业具有极高的成本敏感性与极低的安全容错底线。针对风险

厌恶型的施工企业，促发其采纳颠覆性技术的首要前提并非技术的绝对先进性，而是“安全感”的建立。

通过引入轻量化的 SaaS 云服务租赁模式或争取政府全额定点补贴，企业实质性地削减了高昂的初始资金

投入与系统崩溃风险(即阻碍消减)。在彻底排除了经济与合规的后顾之忧后，辅以高层管理者的责任兜底

与协调，企业才敢于放开手脚，真正去追求和兑现 AI 技术的本质安全价值(边缘存在的有用性)。这一模

式生动刻画了区域中型民营承包商在资金受限与风险规避双重约束下，“先控险、后图强”的稳健型技

术扩散机制。 

5. 结论与管理启示 

5.1.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TOE 框架与 fsQCA 方法，对建筑施工企业采纳人工智能安全管理技术的复杂机理进行

了实证探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建筑企业对 AI 安全技术的采纳并非由单一维度的因素决定。无

论是单纯的技术先进性、高层领导的行政命令，还是外部政策的施压，均无法单独构成高水平采纳的必

要条件。技术的落地是多维条件非线性联动的“化学反应”。第二，驱动高水平技术采纳存在三条“殊途

同归”的组态路径，即“技术系统驱动型”、“高管–易用双核驱动型”以及“低阻力–管理护航型”。

这表明不同资源禀赋、不同所有制背景的施工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内外部条件组合，跨越采纳

鸿沟，实现数智化转型。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突破了传统技术采纳研究中基于还原论的单一变量“净效应”

分析局限，引入组态视角，揭示了前因条件之间的互补与替代关系，丰富了组织层面技术采纳的理论深

度；二是证实了“感知易用性”与“高层管理支持”在打破建筑业传统组织惯性中的核心杠杆与权变作

用，为理解高风险、重资产行业的新技术扩散规律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 

5.3. 管理实践启示 

本研究提供如下管理启示：1) 技术供应商应从“唯算法论”转向“极致易用”。研发不仅要追求底

层算法精密，更应注重前端交互的轻量化，降低一线人员的学习成本与认知负荷，以打破基层隐性抵触。

2) 建筑施工企业应精准锚定转型路径。头部央企可依托高组织准备度走“技术系统驱动”路线；资源受

限的中小民营企业则应优先采取“避险–价值驱动”路线，通过租赁 SaaS 等方式降低试错风险，并在高

管支持下稳健推进。3) 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应实施“分类治理”。对中小企业注重“清障兜底”(如提供

设备贴息和明确免责边界)；对头部企业侧重“生态培育”(如树立示范项目和完善招投标标准)，倒逼技

术向全行业外溢。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一定局限性，未来可从以下三方面深化拓展：第一，样本与数据的局限。本研究样本中

国企占比偏高，且依赖单一来源的主观问卷，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风险。未来研究可通过分层抽样优化样

本代表性，并结合客观二手数据(如企业财报的信息化支出、研发投入等)进行多源数据交叉验证。第二，

静态视角的局限。本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但技术采纳是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细化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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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或划分为“局部试点”与“全面推广”等阶段，并建议引入面板数据

定性比较分析(TSQCA)动态追踪技术扩散机理。第三，情境边界的局限。本模型未纳入总分包博弈等细

粒度供应链变量。鉴于建筑业高度碎片化与多方协同特征，未来研究应充分考量供应链多主体间的互动

关系对技术采纳的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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